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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術自主性是知識份子進行自我反思時的一個古老問題，現有研

究主要探討政治、經濟等強因素對知識生產的影響，鮮有文獻關注「社

會公眾」這一主體，更缺乏相關實證研究展示學術與社會如何互動。論

文以胡鞍鋼教授因「中國超越美國論」引發2018年清華校友聯名呼籲清

華校方免除其所擔任職務這一公共輿論事件為例，利用合成控制法考

察該事件對胡教授事後知識生產與傳播效率的因果效應。研究發現，

該事件雖並未顯著降低胡教授的科研產出，但顯著削弱了其學術影響

力，且這一負面影響有持續增強的趨勢。研究表明，傳統上認為社會

公眾在與學術的互動過程中居於被動地位的觀點存在一定片面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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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公眾可以更加積極地通過公共輿論監督學者，敦促其秉持價值中立

的原則進行基於事實的知識生產。

關鍵詞：公共輿論、知識生產、學術自主性、學術自由、合成控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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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ademic autonomy has long been a catalyst for intellectual self-reflection. 

Existing research predominantly explores how dominant factors such as politics 

or economics shape knowledge production. However, there is limited literature 

examining society’s impact on this process, and even less empirical research 

investigating the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academia and society. This paper 

employs the “2018 Professor Hu Angang Incident” as a case study to illuminate 

the consequences of society leveraging public opinion as a tool to influence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2018, Professor Hu Angang faced calls from 

Tsinghua alumni to resign from his positions following his assertion that “China 

has surpassed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ausal effects of this incident on Professor Hu’s post-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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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efficienc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while the incident did not significantly reduce Professor Hu’s research 

productivity, it substantially diminished his academic influence, with this 

negative effect exhibiting a trend of continuous intensification. The study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view of society as a passive actor in its interactions 

with academia, arguing that society can play a more proactive role in 

supervising scholars through public opinion. Such oversight can help uphold 

the principle of value neutrality and encourage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produce research grounded in empirical evidence, rather than blindly aligning 

with non-academic 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agendas.

Keywords: public opin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academic autonomy, 

academic freedom, synthesis contro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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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學術研究是一種求真、求實的活動。社會公眾也普遍認為，「為了

求真和求實，知識份子在個人榮辱、利害、得失面前，不願向險惡的

政治勢力妥協」（張錫金，2001）；學術界也一直被認為是「批判社會醜

陋現象的堡壘」（鄧正來，2004）。然而，理想很豐滿但是現實往往很骨

感。即便是在以客觀性為基本準繩的自然科學中，各種政治的、經濟

的或意識形態的非學術性因素往往也會滲透到知識生產領域（拉圖爾、

伍爾加，2004：161–162）；在主觀性相對更強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非學術性因素對知識生產的影響尤為嚴重，鄧正來（2007）稱之為「學術

自主性問題」。雖然已有大量文獻討論政治、軍事、經濟等因素對知識

生產的影響（Bakker et al., 2010; Sohn, 2021），但鮮有研究關注普通的

社會公眾與知識生產之間的關係。通常來說，社會公眾與學術之間的

互動有兩種基本形式：一是社會公眾作為知識產品的消費者，吸收學

術界輸出的知識，形成普遍性的社會觀念或思潮；二是社會公眾作為

研究對象，以社會現象或社會問題為載體引發學術界的研究興趣，從

而左右知識生產。在這兩種基本的互動模式中，社會公眾都處於一種

被動的狀態，要麼等待著學術精英的智識教育，要麼等待著學術精英

的關注。那麼，社會公眾作為一個行動主體能否主動影響學術界的知

識生產與傳播，這正是本文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本文以2018年清華大

學校友以公開信形式呼籲清華大學開除胡鞍鋼教授事件為例，1
 分析社

會公眾如何通過公共輿論這一形式主動影響學術界的知識生產與傳

播，從而深化人們對社會／公眾與學術之間如何互動的理解。

文獻綜述

政治與知識生產的自主性

學術自主性成為知識份子自覺反思的一個學術性問題，可能起源於

韋伯（Max Weber）在《以學術為志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 & Politik 

Als Beruf）中系統討論「在課堂裏沒有政治的位置」（2004：25–27）。如

何處理政治與學術之間的關係，其實是一個古已有之的老問題。古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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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說：「我寧願找到一個因果性的解釋，也

不願獲得一個波斯王位。」（轉引自張錫金，2001：163）近代社會更是

有愛因斯坦拒絕出任以色列總統這樣的科學史佳話。可見，西方知識

份子一直存在著比較強烈的「以學術為志業」的價值取向和傳統，這會

促使其在知識生產中保持較強的學術自主性，主動對非學術性的干擾

因素進行免疫。

與西方知識界不同的是，自古以來，中國的學術與政治緊密捆綁

在一起。古代中國社會是以政治權力為軸心的高度「一體化」社會（金

觀濤、劉青峰，2010：31–33），因此「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就成

為知識份子生存的一條重要出路。隨著科舉制度在中國社會的確定，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每個讀書人的職業夢想，「學而優則仕」

的觀念牢固地紮根於中華大地。因此，中國的知識份子向來積極主動

地投向政治的懷抱，學術成為讀書人追逐功名利祿的工具。正如許成

鋼所述，「國人在開始做學問的時候，腦子裏想的不是認識世界而是為

了升官」（2021：47）。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中國的知識生產向來缺乏

必要的自主性和獨立性。

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問題之所以被提出，是為了反思改革開放

前三十年社會科學的意識形態化、以及知識份子獨立人格基本喪失的

困境。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包含兩個基本問題：從一般性來講，即

學術場域相對於其他場域的自主性，即「中國社會科學場域依照其運行

邏輯而必須與經濟場域、社會場域和政治場域做出明確的界分」；從本

土性來講，「中國社會科學場域在世界結構下必須自主於西方社會科學

場域『文化霸權』的問題」（鄧正來，2004：7）。

從中國學術發展的現實出發，雖然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

在全球學術視域中居於消費者地位，基本上處於沒有原創成果問世的

「學術貧困」狀態（任劍濤，2007）；但是，國際間的學術交流對中國學

術事業的促進作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此相對來說，學術自主性的

第一層要義即如何處理政治和學術之間的關係才是中國學術自主性的

核心問題。

學術與政治之間的良性關係，建立在兩者之間的規範性互動基礎

之上，即學術以自身的價值取向和科學標準將政治關心的議題上升為

研究議題；而不是政治對學術的單向實用性把控，即政治通過資源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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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使學術淪為替政治決策提供合理性論證的學理工具。然而，在政治

與學術的互動實踐中，政治往往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強化學術在

「生產正當性制度安排之知識」上的功能，而有意遏制學術作為「批判社

會醜陋現象的堡壘」的公共職責（鄧正來，2004）。

「1949年以後，國家治理社會所依憑的一個最為重要的制度性安排

即對知識生產和傳播的國家壟斷，包括意識形態的支配性安排」（鄧正

來，2000：7）。在知識生產領域，政府通過各種手段將所有教育機構

和科研機構國營化，並通過工作單位實現了對各類知識生產者基於單

位統屬的職業化和制度性約束（路風，1989）。在知識傳播領域，通過

對出版社、報刊社、新華書店、郵發系統等機構的國有化，在出版發

表環節實行的「三審制」以及在發行流通環節的「再審查」，實現了「對

於知識流通的壟斷性控制」（鄧正來，2000）。國家採用這兩種方式，造

就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知識生產與傳播生態。
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其他領域的改革進

展緩慢（秦曉等，2009）。由國家、機構和知識份子三者構成的中國知

識生產的主體結構並未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即國家依然扮演著知識生

產設計者、資源配置者與知識成果決定性購買者的角色（任劍濤，
2005：112）。國家通過機構或單位對知識生產和傳播過程進行單位制

的制度化制約，「理論宣傳是中國知識生產的既有主導力量⋯⋯現代知

識生產的共同體評價幾乎也完全被國家意識形態主導的政治評價所代

換」（任劍濤，2005：112）。進入1990年代之後，隨著項目製作為一種

國家治理體制的普遍推行（渠敬東，2012），國家通過「211工程」、「985

工程」、「雙一流建設」等高等教育發展政策，加強了國家對知識生產機

構的控制和約束，通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等研究

課題的項目化運作強化了科學研究服務於國家建設需求的功能，同時

也增強了國家對知識生產者個體的激勵和約束。

在這樣的制度化環境下，學者的知識生產很難保持學術自主性，處

在既要「研究自由又要國家包養」的悖論式兩難窘境（閻光才，2010）。

在知識生產的目的論上，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份子一直在純粹的知識追

求與務實的政治需要之間進行撕裂性的拉扯。一些學者甚至主動將知

識生產作為純粹的謀生手段，「習慣於在知識之外的政治、社會標準上

去尋求知識生產的原則」（任劍濤，2005：115）。在當下，「『策論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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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籠罩在學術界的一片烏雲」（孫國東，2018：17），附庸於政治需要的

知識生產隨處可見，如近十年甚囂塵上的無序化智庫研究，以及諸多高

校已經將獲得省部級及以上領導批示的決策諮詢報告折算成相應級別的

研究論文，並納入到職稱評定、學術評獎等學術評價活動之中；這些政

治左右學術的現象表明，以政治為旨歸的學術旨趣「似乎已通過學術資

源、學術地位和學術榮譽等的配置而深嵌於學術評價體制中，儼然成為

當下中國學術研究的結構化情境」（孫國東，2018：17）。

胡鞍鋼教授學術生涯的沉浮起落，正是中國知識生產制度情境下

充分反映學術自主性問題的一個典型案例。通過對該案例細緻分析，

我們不僅能夠清晰地觀察在政治與學術的互動過程中，國家和學者兩

大行動主體所展現出的理性行為邏輯，也可以看到社會作為相對獨立

於國家的行動主體，在其與學術的互動中自身的價值追求。

輿論對知識生產的影響

本質上來說，學者的生存基礎是其知識貢獻。然而，知識貢獻的

準確測量有待歷史檢驗，需要長時期的時間沉澱；因此，在現實操作

層面，學術界通常只能依據學者的科研績效進行資源配置。目前，科

研績效的測量主要依據研究人員的知識產出（如發表數量）與學術影響

力（如成果的被引次數）。已有大量文獻關注科研績效的影響因素，這

些因素主要聚焦在學者的個體特徵及其工作機構的組織特徵，從微觀

（如性別、個體感知壓力、學術抱負、職業經歷等）和中觀（如激勵政

策、工作氛圍等）層面解釋科研績效背後的驅動機制（李鋒亮、王雲

斌、何光喜，2016；黃海剛、連潔，2020；楊希、李歡，2021; Bao et 

al., 2023; Petersen et al., 2014）；鮮有研究從宏觀視角切入，實證考察不

同場域之間的互動對學術運作的影響。

目前，有一些研究關注科研獲獎對學者科研績效的影響。雖然科

研獲獎本身仍然屬於學術界內部的制度運作，但是，像諾貝爾頒獎之

類的重要科學獎項的授予已經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公共事件。因此，

研究諾獎得主在獲獎前後學術產出和影響力的變化規律，有助於在一

定程度上展示公共輿論對學術運作的影響，幫助人們了解學術與社會

之間的互動。



9

公共輿論能左右知識生產嗎？

探討獲獎事件對獲獎者科研績效的影響效果，現有實證研究並未

取得一致性的研究結論。第一類研究發現獲得獎項或稱號對獲獎者的

科研績效具有提升作用（boosting effect），產生這一效果的原因是科學

運作的馬太效應和聲譽的光環效應（Liao, 2021; Merton, 1968）。如
Mazloumian 等人（2011）以1990至2009年間獲得諾獎的124位學者為研

究物件發現，獲獎之後不僅獲獎者的獲獎成果顯著獲得了更高的被引

用率，在獲獎前所發表的其他論文的被引率也顯著提高。Dong等人

（2023）使用物理學諾獎得主所發表的論文為實驗組，美國物理學學會

主辦期刊的同主題論文為控制組，研究發現，在獲獎之後實驗組論文

的被引次數會顯著增加，而相同主題的控制組論文的被引次數變化並

不顯著，作者將這一現象稱為諾獎引用效應（Nobel citation effect）。
Çakir與Richter（2023）研究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被翻譯為他國文

字的變化也發現了相同的效應。除了諾獎得主的研究之外，針對其他

重要獎項獲得者的研究也大多發現了獲獎的提升作用。如Chan等人

（2014）對經濟學界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獲得者的研究，

發現在獲獎五年後的科研產出增加了13%，被引量增加了50%。Liu等

人（2018）發現獲得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稱號的學者在被評選上之後，有

更高的論文產出與平均被引量。

第二類研究發現獲獎與科學家的科研績效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聯

繫，獎項僅僅是對里程碑式貢獻的認可，並不會對獲獎科學家後續的

科研績效產生顯著影響。李江等人（2014）通過繪製341位諾獎得主的

引文曲線，發現引文曲線的突變時間在獲獎時間前後的分佈並無顯著

差異，進而認為獲獎對諾獎得主的被引次數並不會產生顯著影響。鮑

玉芳等人（2015）以諾貝爾化學獎、物理學獎得主為研究物件，發現獲

獎前後的論文平均被引次數沒有顯著差異。Bricongne（2014）以經濟學

諾獎得主為研究物件，發現獲獎並不能顯著增加諾獎得主的科研產

出。此外，Hou等人（2021）以普賴斯獎得主為物件的研究也發現了相

似結論。

第三類研究發現獲獎對學者的科研績效會產生負向影響。如
Ibrahim（2020）發現儘管獲得埃及國家獎能增加獲獎者的被引量，但是

獲獎之後學者個人的科研產出會顯著降低。這是由於科學榮譽給獲獎者

帶來的更多的社會負擔，減少了其對科研的投入。Borjas 等人（2015）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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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獲得菲爾茲獎（Fields Medal）的數學家在獲獎後會選擇研究不熟悉領

域的議題，從而導致論文產出下降。

通常來說，獲獎能夠提升科學家科研績效的結論更符合人們的常

識，也容易從馬太效應的邏輯中得到有效解釋；然而，科學家科研績

效的積累和變化也同樣會受到年齡、知識更新、聲譽負擔等其他因素

的影響（高志等，2016）。未能排除干擾性因素對科研績效的混雜效

應，是獲獎與科研績效之間關係未能取得一致研究結論的重要原因。

科研獲獎雖然在學術界具有一定的公共輿論事件性質，但是它本質

上仍然是以學術界內部的運作規則為基本邏輯，無法直面回答按照社會

公眾訴求產生的公共輿論是否會影響學術運作這一問題。胡鞍鋼事件

恰恰為我們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契機，通過對比胡鞍鋼教授本人在該事

件前後科研績效的差異，可以讓我們直面中國社會公眾的訴求是否會直

接影響學術界運作這一議題，檢驗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學術自主性問題。

案例介紹與分析

本文根據BBC、1百度百科、2
 維基百科、3

 鳳凰網、4
 清華大學胡

鞍鋼教授的個人主頁 5 等資訊源對其人其事進行簡要的介紹。

胡鞍鋼，1953年4月27日生於遼寧省鞍山市，出身於一個知識份

子家庭。1977年，胡鞍鋼參加了高考，被唐山工學院錄取。先後在河

北工學院取得工學學士學位、北京鋼鐵學院（現為北京科技大學）取得

工學碩士學位。隨後，胡鞍鋼進入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在周立

三院士的領導下進行研究，並於1988年獲中國科學院工學博士學位。

從1985年起，胡鞍鋼參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領導的中國科學院國情

分析研究小組，並作為主要研究人員系統地從事中國國情研究。1988

年底，中科院國情分析小組的1號國情報告《生存與發展》正式完成，

這份報告最終得到鄧小平同志的閱讀並予以肯定，自動化研究所博士

生胡鞍鋼以學術素人的身分初次嶄露頭角。1991年，胡鞍鋼被國家教

育委員會、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學者」。
1993年，胡鞍鋼與王紹光合著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的摘要在新

華社內部發表後，再一次引起決策層的高度關注。在報告中，他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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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財政汲取能力是四種國家能力之首。這一論斷切中當時中央財政之

痛，為1994年之後的「分稅制」改革提供重要背景和參考依據。該項研

究也奠定了胡鞍鋼在學術界的地位。1994年，胡鞍鋼獲國家自然科學

基金委員會的「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此後，又陸續獲得中國科學

院科技進步一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等各類重要政府獎項。

此後，胡鞍鋼一直秉持以國家意志為導向的主流學術，並試圖尋

找和證明中國模式比西方模式的優越之處。1997年，胡鞍鋼預測「到
2015年，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實體和貿易大國」（胡鞍鋼，
1997：14）。此後，又先後發表了《中國崛起與對外開放：從世界性開

放大國到世界性開放強國》、《從政治制度看中國為甚麼總會成功》、

《中國2020：一個新型超級大國》、《人民社會為何優於公民社會》、《集

體領導體制的政治優勢》、《中國高技術產業為何趕超美國》、《國有企

業：保障國家財政能力的重要基礎》等論著。「2017年時，胡鞍鋼經過

長期計算，得出了驚人結論—早在2010年時，中國的綜合國力就已

經超過美國，達到了美國的1.04倍；到2020年時，中國的綜合國力相

當於美國的1.75倍；到2030年，中國的綜合國力就相當於美國的兩

倍」。4 
2018年1月，胡鞍鋼入選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

2018年8月2日，清華大學部分校友在網上發表致清華大學校長邱

勇的公開呼籲書，要求清華大學免除該校胡鞍鋼教授所擔任的國情研

究院院長及教授職務。理由是，「胡鞍鋼先生，拋常識於不顧，視學術

為無物，實在有辱斯文。尤其是其拋出的『中國綜合國力已超出美國』

的所謂學術報告，可謂上誤國家決策，下惑黎民百姓，遠引無數他國

戒心，近發鄰居恐懼。堪稱誤國誤民！」1

此事在網絡上引發了一場不小的公共輿論，「倒胡」、「挺胡」者皆有

之。「倒胡」者批判胡鞍鋼對政治的諂媚，違背了學術研究的客觀性； 6
  

「挺胡」者認為外行不應以「常識」來評判專家、要尊重內行，胡鞍鋼一

貫堅持己見、從不隨波逐流。7 清華大學校黨委對聯名信做出的第一個

回應是致信中央網信辦，要求對輿情實施管控； 8 
2019年，作為國家智

庫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在吐故納新時換掉了胡鞍鋼。9

從胡鞍鋼事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中國知識生產系統中的四種不

同行動主體：國家、單位、學者和社會。國家在知識生產系統中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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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性地位，通過資源配置要求知識生產滿足國家能力的構建和強化

（任劍濤，2005）。因此，學者和單位在知識生產中具有滿足國家需求

的強烈刺激。如馮惠玲所述，「在國家的發展戰略、規劃、趨向、走

向、政策這一類事情上，我們總能聽到胡鞍鋼的聲音」。10
 學者和單位

通過滿足國家的知識需求，在國家進行資源配置時佔取先機。在與國

家互動的過程中，學者和單位在理性邏輯的驅動下具有利益訴求的一

致性。根據清華國情研究院官網，胡鞍鋼「從1998年至今，主編《國情

報告》，向中央領導同志和省部級主要負責人累計提供1,700餘期，先

後獲得黨和國家領導人批示上百次，對國家發展重要決策產生持續影

響」。 
11 這突顯胡鞍鋼本人的「官方智囊」特色，同時也彰顯了清華大學

的「智庫」功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學者個體和所在單位捆綁成了一

個向國家爭取資源的利益共同體（劉宇、劉曉豔，2022）。這個共同體

在知識生產中容易受到國家的政治影響而忽視學術自主性。

在中國轉向現代國家之際，國家和社會之間產生了疏離（任劍濤，
2021）。因此，社會對知識生產的要求與國家對知識生產的要求並不完

全一致。社會希冀知識份子具有超然性和介入性，即「必須關切和參與

整個社會的公共事務，包括國家的最高政策決策，能夠在一個超個人

功利的宏觀立場上領導輿論，批評時政，發揮社會良心的功用」（許紀

霖，1988：104）。也就是說，知識份子應該成為國家的監督者和批評

者，而不是背書者。清華校友在胡鞍鋼事件中扮演了社會公眾代言人

的角色，以公開呼籲書的形式譴責胡鞍鋼以個人利益為動機成為國家

政策的背書者和鼓吹者。然而，由於社會無法在經濟和政治上對學者

和單位形成實質性硬約束，那麼「社會良心」職能的履行就會基本依賴

於學者個人和單位的自覺、缺乏強力激勵因素的刺激。社會僅能使用

無形的公共輿論對違背「社會良心」的知識生產進行道德譴責。那麼，

這種無形的公共輿論是否能夠形成一種有效約束力量，這就取決於公

共輿論對知識生產者影響的大小。如果公共輿論的力量能夠達到影響

知識生產者（包括學者和單位）獲取資源的程度，那麼就能夠發揮輿論

監督的社會功能。

基於這樣的理論邏輯，本文試圖檢驗2018年的校友呼籲書事件對

胡鞍鋼教授是否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即影響了胡教授的科研產出和

學術影響力。如果實質性的影響的確存在，則意味著公共輿論有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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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影響知識生產者資源獲取的可能性。那麼傳統認為社會在與學術之

間的互動關係上居於被動地位的觀點就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也就意味

著，社會可以更加積極地通過公共輿論有效地監督學術界履行「社會良

心」的公共職能。

研究設計

研究方法

要檢驗社會性事件對學者科研產出與學術影響力的影響效應，比

較直觀的思路是比較事件前後學者的科研產出與學術影響力是否發生

巨大差異。

在經濟學、社會學中，常用雙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DID）、斷點迴歸設計（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傾向值匹

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進行政策效果評估。然而，DID、
RDD、PSM並不適用於實驗組僅包含一個實驗物件的情況（蘇治、胡

迪，2015；連玉君、李鑫，2022）。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SCM）是一項針對個案的政策效果評估技術，該方法由Abadie等人

（2010）在改進雙重差分法的基礎上提出。這一非參數方法不僅能夠避

免雙重差分法選擇對照組時的主觀隨意性，還可以解決事件影響的內生

性問題。其基本思路是：將受到某事件影響的案例列為實驗組，其餘

未受該事件影響的案例全部歸入對照組，然後在對照組中尋找與事件發

生前的實驗組案例相似的物件，賦予它們不同的權重，加權平均後得到

一個合成控制的案例作為實驗組的反事實結果。實驗組與合成控制 

組在事件發生之後的指標差距即為該事件產生的效應。Abadie與
Gardeazabal（2003）最早將SCM用於分析恐怖活動對西班牙巴斯克地區

經濟發展的影響，之後又探討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1989年頒佈的煙草

消費稅法對香煙消費量的影響（Abadie et al., 2010）。

近年來，國內各領域的學者拓展了SCM的不同應用場景。劉甲炎

和范子英（2013）運用該方法估計房產稅對試點城市房價的影響，楊經

國等人（2017）使用該方法探討了我國設立經濟特區所帶來的經濟增長

效應，劉鑫橋（2022）使用該方法研究大學遷入是否能促進所在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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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周娜（2019）使用該方法研究《四川公共圖書館條例》的實施

對四川省公共圖書館的平均經費的促進效應，姚鵬等人（2021）使用該

方法檢驗社科期刊資料公開制度對期刊影響力的提升效應。這些研究

展示了SCM在個案試點政策效果評估中的適用性和有效性，2018年清

華校友公開信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的影響正符合個案試點政策評估的使

用條件。

本研究利用SCM擬合出與胡鞍鋼教授匹配的合成控制組，通過胡

教授科研績效的真實值與合成值之間的差異來進行反事實分析，量化

分析校友公開信事件對胡教授影響的淨效應。

資料來源與變數測量

本文以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中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長江學

者特聘教授作為控制組的樣本庫，以產生與胡鞍鋼教授相對匹配的控

制組。這一計劃始於1999年，至2018年下半年評選名單不再公開。本

研究利用維基百科中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列表」，12
 檢索列表中人文

社科領域所有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在CSSCI資料庫中的發文量和被引

量。利用CSSCI資料庫檢索某位學者的被引量時，該系統不提供根據

作者所在機構進行篩選的功能，因此，我們刪除了一些容易產生重名

的學者（如北京大學劉偉教授、西南大學李紅教授等），避免被引次數

會遠高於其真實值的情況。此外，為了提升擬合效果，本文排除了總

發文量和總被引量與胡鞍鋼教授差距過大的學者，如山東大學傅有德

教授、中山大學黃仕忠教授等。最後確定了1999至2017年間51位長江

學者特聘教授作為控制組樣本，詳細名單、學校與專業參考附錄一。

為了更為完整地展示該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的影響，本文確定了兩

倍觀察時段（即2018年之前的8年和之後4年）。我們利用胡鞍鋼教授

的實驗組與控制組共51名學者自2010至2022年間在CSSCI資料庫中的

發文、被引的面板資料進行合成控制分析。資料收集時間為2023年10

月1日至2023年10月10日。

在文獻計量學領域，發文量和被引量是最為常用的衡量學者個體

科研績效的指標，在進行文獻生產規律擬合時常使用指標的累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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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的因變數為學者於2010至2022年間每年在CSSCI來源期

刊上發表署名論文的累計數（簡稱「累計發文量」），以及每年排除自引

後的總被引量的累計數（簡稱「累計被引量」）。在資料分析時，對於發

文量，本文使用學者於2010至2022年間以第一作者在CSSCI來源期刊

上的累計發文量（簡稱「一作累計發文量」）和 t-1時間的「累計發文量」

來進行擬合，同時加入2011、2014、2017年的「累計發文量」作為協變

數來提高實驗組與控制組在事件發生之前的擬合精度；對於被引量，

我們使用學者的「累計發文量」和「一作累計發文量」來進行擬合，同時

加入2011、2014、2017年的「累計被引量」作為協變數來提高擬合精

度。由於發文量和被引量是計數資料，我們將所有預測變數與因變數

的數值加一進行對數處理。

資料分析

構建合成控制組

本文在Stata 15上利用Abadie等人（2015）開發的Synth套裝程式來

構建合成控制組。合成權重的選擇標準是使事件發生之前實驗組與控

制組間的均方預測誤差最小化，表一顯示了最終得到的合成控制組中

被選入學者所佔的權重。可見，在擬合發文量方面，有任保平、張康

之、柯平和陳衛東四位學者進入合成控制組，權重分別佔68.0%、
16.5%、11.2%、4.4%；在被引量方面，有賀雪峰、沈坤榮與周黎安三

位學者進入合成控制組，權重分別佔53.5%、30.2%、16.4%。上述兩

個合成控制組的權重值相加均為1。

表一　合成控制組中入選學者所佔權重

控制組樣本 合成發文量（%） 控制組樣本 合成被引量（%）

任保平 68.0 賀雪峰 53.4

張康之 16.5 沈坤榮 30.2

柯平 11.2 周黎安 16.4

陳衛東 4.4 ／ ／

總權重 100.0 總權重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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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利用表一中的權重組合繼續進行模型的估計。表二對比了事

件發生之前五個預測變數真實值與合成值的平均值。資料顯示，無論

是發文量還是被引量，五個預測變數的合成值與真實值之間的差距極

小，這表明因變數的真實值與合成值的擬合程度較高，合成值可以成

為真實值良好的反事實對照。

表二　事件發生前預測變數真實值與合成值的平均值

預測變數
Ln（累計發文量）（篇）

預測變數
Ln（累計被引量）（次）

真實值 合成值 真實值 合成值

Ln（上一年累計發文量） 4.20 4.20 Ln（累計發文量） 4.30 3.50

Ln（一作累計發文量） 3.96 3.90 Ln（一作累計發文量） 3.80 3.10

Ln（2011累計發文量） 3.74 3.74 Ln（2011累計被引量） 5.73 5.79

Ln（2014累計發文量） 4.56 4.57 Ln（2014累計被引量） 6.85 6.85

Ln（2017累計發文量） 5.02 5.00 Ln（2017累計被引量） 7.50 7.50

合成控制模型初步分析結果

圖一和圖二顯示了2018年事件對胡教授在發文量上影響效果的趨

勢對比。由圖一可知，2018年之前累計發文量的合成值與真實值之間

雖略有波動，但二者的走勢幾乎一致。這說明合成值可以反映2018年

之前真實值的變動趨勢，擬合效果較好。因此可以推斷，合成控制組

的走勢可以作為真實累計發文量的反事實估計，其在2018年之後的軌

跡能夠代表未受到事件影響的胡鞍鋼教授的累計發文量。2018年之

後，累計發文量的真實值在四年間均低於合成值，且二者差距越來越

大（見圖一）。在2018年之前，真實值與合成值的差值在0上下波動，

且波動幅度在0.1之內；2018年之後這一差距超過了0.1且有持續擴大

的趨勢（見圖二）。綜上所述，可以推斷出2018年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的

累計發文量的增速產生了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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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胡鞍鋼教授真實與合成累計發文量的趨勢對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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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胡鞍鋼教授真實與合成累計發文量的差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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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胡鞍鋼教授真實與合成累計被引量的差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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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胡鞍鋼教授真實與合成累計被引量的趨勢對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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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和圖四顯示了2018年事件對胡鞍教授在被引量上影響效果的

趨勢對比。由圖三可知，累計被引量的合成值與真實值在2018年之前

的軌跡幾乎重合，因此可以推斷合成累計被引量在2018年之後能夠作

為真實累計被引量的反事實估計，代表在未受到該事件影響的情況下

胡鞍鋼教授的累計被引量趨勢。2018年之後，累計被引量的真實值一

直低於合成值，且二者差值有持續擴大趨勢（見圖三）。在2018年事件

發生之前，真實值與合成值的差值在0上下波動，且波動幅度在0.1之

內；在2018年事件發生之後，真實值呈現持續下降趨勢，到2022年時

與合成值的差距達到了0.25左右（見圖四）。因此，可以推斷出2018年

的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的累計被引量的增速同樣產生了負面影響。

穩健性檢驗與分析

通過圖一至圖四可以初步推斷，2018年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的科研

績效產生了負面影響。為了提升合成法控制法的穩健性，排除未觀測

到的隨機干擾因素對政策效果的干擾，Abadie等人（2015）提出了一系

列安慰劑檢驗方法以確定合成控制法所得結果是否具備統計上的顯著

性，最常用的方法是實驗組特殊變換和排列檢驗。

實驗組特殊變換

本文首先利用Abadie與Gardeazabal（2003）提出的實驗組特殊變換

法來檢驗結果的穩定性。其基本思路是：選擇一位沒有像胡鞍鋼教授

一樣經歷過類似事件的學者，進行同樣的合成控制分析，判斷該學者

的累計發文量、累計被引量的真實值與合成值的擬合走勢在2018年前

後是否與胡鞍鋼教授的擬合走勢相似。如果備選學者的真實值與合成

值的走勢與胡鞍鋼教授不相似，說明不存在未觀測到的偶然因素影響

學者科研績效的變化趨勢，進而說明2018年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科研績

效的影響具有穩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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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思路，我們以差異最大化原則，選擇在合成控制組中權

重佔比最高和未能入選合成控制組的兩位學者作為實驗組變換物件。

權重佔比最大表明在合成控制組中該學者在2018年之前的科研績效趨

勢與胡鞍鋼教授最為相似，最適合作為胡教授在2018年之後的反事實

評估；未能入選合成控制組，則意味著該學者科研績效趨勢與胡鞍鋼

教授差距巨大。通過對兩種極端情況學者進行合成控制分析，可以檢

驗合成控制分析結果的穩健性。

在累計發文量方面，我們選擇未能入選合成控制組的姜曉萍教授

與權重佔比最大的任保平教授；在累計被引量方面，我們選擇未能入

選合成控制組的閻學通教授與權重佔比最大的賀雪峰教授。

圖五、圖六分別顯示姜曉萍教授、任保平教授在累計發文量上的

合成控制分析結果。如圖五所示，姜教授的真實值與合成值的軌跡幾

乎重合，擬合效果較好；而且，在2018年前後，真實值和合成值之間

的差異未發生顯著的變化。如圖六所示，任保平教授的合成值雖然未

能完全擬合真實值，但是兩者的軌跡趨勢基本一致，而且在2018年之

後真實值一直保持大於合成值的趨勢。而胡鞍鋼教授的累計發文量軌

跡顯示，如圖一所述在2018年之後真實值低於合成值。

圖七、圖八分別呈現了閻學通教授、賀雪峰教授在累計被引量上

的合成控制分析結果。圖七顯示，閻學通教授累計被引量的真實值與

合成值幾乎完全重合，在2018年前後的走勢沒有發生顯著變化。圖八

顯示，賀雪峰教授累積被引量的真實值與合成值在2017年之前幾乎重

合，2017之後出現真實值高於合成值且差距有逐步擴大的趨勢。如圖

三所述，這一特點與胡鞍鋼教授在被引量上表現出的特點顯著不同。

通過百度百科上對賀雪峰教授工作經歷的簡介可知，賀雪峰教授於
2017正式加盟武漢大學並擔任社會學系主任一職。在我國的學術生態

下，可以推定賀雪峰教授在累計被引量上的變化，受到其從華中科技

大學轉會到武漢大學一事的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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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姜曉萍教授真實與合成累計發文量的對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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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任保平教授真實與合成累計發文量的對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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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閻學通教授真實與合成累計被引量的對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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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賀雪峰教授真實與合成累計被引量的對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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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因變數的特殊變換結果顯示，四位學者的真實值與合成值雖然存

在一定程度上的擬合不佳，但是在2018年前後並未發生與胡鞍鋼教授

類似的走勢。這表明使用合成控制法分析2018年清華校友事件對胡鞍

鋼教授科研績效的影響，有效排除了沒有觀測到的偶然因素的混雜效

應，校友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科研績效的變化之間存在顯著的因果關係。

排列檢驗

排列檢驗（permutation test）是Abadie等人（2015）提出的另一種安

慰劑試驗方法，它與秩檢驗法（rank test）的思路類似。排列檢驗法假設

控制組中的學者也在2018年遭遇過類似的社會爭議事件，將合成控制

法逐一運用於控制組中的每一個物件，得出處理效應在控制組樣本中

的效果。對於本文51位控制組個體樣本，我們可以得出51個對應的事

件效應估計，從而能對未遭遇事件學者的科研績效構建出估計影響的

分佈。之後將胡鞍鋼教授的處理效應曲線加入到上述分佈中，如果該

曲線處於整體分佈的尾部，意味著我們可以拒絕事件對胡鞍鋼教授負

面影響不顯著的原假設；進而表明，胡鞍鋼教授科研績效的降低並非

偶然現象，確實是受到了校友事件的影響。

排列檢驗需要對控制組中的學者逐一進行合成控制分析，但如果

某學者的合成值在2018年前與真實值的擬合效果不佳，則說明該學者

並非優良的控制組樣本。此時若繼續將該學者的處理效應曲線加入到

最終分佈中與胡鞍鋼教授進行比較，所得出的推論便是不可靠的。因

此，我們刪除了控制組中平均預測誤差（mean squared prediction error, 

MSPE）為胡鞍鋼教授兩倍以上的學者，以餘下擬合效果相對較好的學

者組成新的控制組。之後對胡鞍鋼教授與新的控制組樣本進行排列檢

驗分析，最終得到的處理效應分佈圖（見圖九、圖十）。

圖九是因變數為累計發文量的處理效應分佈圖，此處我們剔除了
17位MSPE是胡鞍鋼教授兩倍以上（MSPE ＞ .10）的學者，構建餘下34

位學者和胡鞍鋼教授的處理效應曲線分佈圖。由圖可知，在2018年之

後，有6位控制組學者的處理效應曲線（黑色虛線）幾乎全程位於胡鞍

鋼教授的處理效應曲線（黑色實線）之下。也就是說，在2018事件對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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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鋼教授累計發文量增速無影響的零假設下，從餘下34位學者組成的

新控制組中隨機抽取一位學者，要得到胡鞍鋼教授的處理效應曲線的

概率有17.6%（6/34）。此概率未能達到拒絕零假設的最低要求（10%），

因此推斷出，2018年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科研產出影響並不具有顯著的

因果關係。

圖九　胡鞍鋼教授與控制組累計發文量的處理效應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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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是因變數為累計被引量的處理效應分佈圖。同理，我們刪除

了17位MSPE是胡鞍鋼教授兩倍以上（MSPE ＞ .08）的學者，構建餘下
34位學者和胡鞍鋼教授的處理效應分佈圖。如圖所示，絕大多數學者

的累計被引量在2018年之前具有良好的擬合效果；在2018年之後，控

制組樣本中多數曲線仍在基準線0附近波動，而胡鞍鋼教授的曲線一直

在向負方向遠離基準線0，且曲線位於34位學者集中分佈區域的下

方，在2020年之後則一直處於分佈區域的最下方。因此，可以認為胡

教授的處理效應曲線始終位於分佈的尾部。在總體上，若從34位學者

組成的新控制組中隨機抽取一位，得到的處理效應曲線與胡鞍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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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概率僅有2.94%（1/34），小於常用拒絕零假設的概率（10%）。因

此可以拒絕零假設，說明2018年事件與胡鞍鋼教授累計被引量增速降

低之間存在顯著的因果效應。

圖十　胡鞍鋼教授與其他學者關於累計被引量的處理效應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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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2018年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的累計發文量的增速產生負

向影響未能完全通過兩種穩健性檢驗，未達到顯著水準；但是，對胡

鞍鋼教授的累計被引量的增速卻完全通過兩種穩健性檢驗，產生了顯

著的負向影響。也就是說，2018年清華校友事件與胡教授在2018年之

後每年的被引量的減少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因果效應。

結語

Weber曾經在《學術與政治》中強調，科學應是價值無涉的，科學

家理應懷有「以學術為業」的情懷，做到「知識上的誠實」（2004：26）。

然而，隨著學術在戰時被要求配合政治在戰後得到延續、企業通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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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與試驗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向科研不斷擴張、以及現

代科學研究對資源的依賴性越來越強，Weber之後的學術正漸漸無法擺

脫外界因素的影響，學術與政治、資本等力量保持著一種看似鬆散但

又有實質性互動的格局（閻光才，2010）。即使是身處純粹客觀的自然

科學中，科學家也要學會與政治、商業打交道，通過圈外力量的輸血

來保持或強化自身在學術界的活力與影響力。這必然導致學術開始遵

循市場交換邏輯，將研究服務於委託人的利益，進而威脅到學術的自

主性和客觀性，甚至會淪為不良委託主體的幫兇。與政治和資本相

較，社會在與學術的互動中處於弱勢地位，然而社會卻事關最廣大群

體的利益，理應成為學術的終極委託人。

本研究以2018年胡鞍鋼事件為案例，通過分析胡鞍鋼教授學術生

涯的起落沉浮，揭示政治、社會與知識生產者三者在中國學術生態中

的互動關係。案例顯示，學者將服務於政治需求作為自己的研究旨趣

時，會極大提升自己的學術影響力並使自己獲得巨大收益。社會在與

學術的互動過程中，並非完全處於被動地位。社會可以通過公眾輿論

對學者服務於政治的知識生產活動進行一定的輿論監督，這種監督會

影響學者在學術界的聲譽及學術影響力。資料顯示，胡鞍鋼教授在經

歷了2018年清華校友公開信事件之後，其科研產出有所下降，但與事

件發生之前並不存在顯著差異；然而，其被引次數顯著受到了該事件

的影響，低於事件發生之前，而且這種差異會隨著時間不斷增大。
2018年校友事件對胡鞍鋼教授的科研產出和學術影響力產生了不同的

因果效應，我們認為主要原因在於：科研產出的高低主要受到的學者

個體及其研究團隊努力程度的影響，這是一個主體可控的行為；而學

術影響力（即被引次數）是一個主體無法有效控制的、學術界集體選擇

行為的結果。從引用動機的角度來看（劉宇等，2018），2018年事件極

大地削弱了胡鞍鋼教授在學術界和社會的聲譽，學術權威的光環效應

不再；學術界之前存在的因尊崇權威而產生的對胡鞍鋼教授的引用必

然大幅度下降。

與自然科學不同，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屬性使其研究不僅需要面

向學術同行和國家的政治需求，同樣也需要面向社會公眾。人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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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研究成果能夠在社會公眾中得到廣泛認可，形成信譽度、權威

性、影響力和號召力是評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價值的重要維度（姚

申，2013），甚至是終極標準。胡鞍鋼事件表明，在人文社會科學領

域，學者的學術研究需要秉持價值中立、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不能

一味迎合政治需求進行知識生產。否則，社會必將通過公共輿論對學

者的知識生產進行監督，促使學術界做出符合事實的研究成果。知識

份子需要秉持「社會良知」基本使命，把學術研究建立在事實的基礎

上，進而服務於社會需求和政治需求，這樣才可以避免學術研究淪為

「象牙塔」裏的自說自話或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向社會公眾和國家傳播

準確的、有價值的資訊，不辜負社會對學術的價值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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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輿論能左右知識生產嗎？

附錄一

姓名 所屬高校 研究領域 姓名 所屬高校 研究領域

陳振明 廈門大學 公共管理 邱澤奇 北京大學 社會學

薛瀾 清華大學 公共管理 閻學通 清華大學 國際關係

蘇竣 清華大學 公共管理 王正毅 北京大學 國際關係

黃賢金 南京大學 公共管理 劉志彪 南京大學 經濟學

林尚立 復旦大學 政治學 羅必良 華南農業大學 農業經濟管理

朱光磊 南開大學 政治學 郭慶旺 中國人民大學 財政學

鐘楊 上海交通大學 政治學 劉金全 吉林大學 數量經濟學

周光輝 吉林大學 政治學理論 沈坤榮 南京大學 政治經濟學

王浦劬 北京大學 政治學理論 任保平 西北大學 政治經濟學

鬱建興 浙江大學 政治學理論 姚洋 北京大學 國民經濟學

金太軍 蘇州大學 政治學理論 周黎安 北京大學 產業經濟學

任劍濤 清華大學 政治學 崔建遠 清華大學 法學

郭蘇建 復旦大學 政治學理論 王利明 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

張賢明 吉林大學 政治學理論 陳衛東 中國人民大學 訴訟法學

唐世平 復旦大學 國際政治學 趙旭東 中國政法大學 民商法

姜曉萍 四川大學 政治學理論 陳瑞華 北京大學 訴訟法學

燕繼榮 北京大學 政治學理論 張明楷 清華大學 刑法學

張鳳陽 南京大學 政治學理論 張康之 中國人民大學 行政管理

景軍 清華大學 社會學 陳國權 清華大學 企業管理學

李路路 中國人民大學 社會學 蘇新寧 南京大學 情報學

周曉虹 南京大學 社會學 劉彥隨 北京師範大學 土地資源管理

張文宏 上海大學 社會學 喻國明 中國人民大學 新聞傳播學

謝立中 北京大學 社會學 柯平 南開大學 圖書館學

翟學偉 南京大學 社會學 方創琳 新疆大學 城鄉規劃管理

賀雪峰 華中科技大學 社會學 黃榮懷 北京師範大學 教育技術學

田毅鵬 吉林大學 社會學

註：控制組共51位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按在維基百科上檢索到的先後順序排列。


